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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监察思想、制度与法律论纲

———历史经验的总结

张晋藩

　　内容提要：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也是制度与法律的文化基础。中国古代监察思想博大
精深，深刻地影响着监察制度与法律的制定与运行。在中国古代监察思想、制度与法律产

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战国、汉、唐、宋、明是五个有代表性的朝代。这五个朝代的监察

思想、制度与法律各有发展脉络与时代特点，监察思想、制度与法律三者之间具有内在联

系，可以为现代监察法制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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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教育部２０１１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顾问，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想也是制度与法律的文化基础。中国古代监察思想以其丰富

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傲然自立于世界政治法律思想史之林。中国古代的监察思想之所

以云蒸霞蔚，异彩纷呈，是和恍如群星灿烂般的思想家群体分不开的。本文从悠久的监察

思想史中选取五个历史部分———战国、汉、唐、宋、明，剖析它与同时期的监察制度与法律

的内在联系，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的监察制度与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一

战国时期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兼并战争的迅猛发展，政权的频繁更替，造成了社会

的大动荡。各国国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争取兼并战争的胜利，采用因功予赏、因能

授官的原则，以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官不再是世袭制，而是由国君随时任免，也不享

有封邑，而是获取俸禄。官不仅定期接受考课，而且受到国君经常性的监察，以维持必要

的吏治，于是，为治吏而察吏的监察思想迅速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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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大夫臧哀伯告诫宋庄公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１〕《吕氏春秋·知度》更强

调“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２〕

作为显学的法家思想强调“明主治吏不治民”，〔３〕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监督，形成了一

整套以法治吏的主张。

早期法家管仲认为“治国有三本”，其核心在于吏治。〔４〕 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官吏的枉

法行私，即便“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５〕 他还主张设立专司，监

督和控制百官，使其不敢悖法行私。所谓“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轨

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６〕 “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欺也，

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此之

谓治国。”〔７〕

商鞅说：“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以法相治，以数相举者不能相

益”。〔８〕 韩非子还从不依法察官会产生种种弊端的角度，论证了明法以制百官的重要性。

他说：“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

惑乱矣。”因此，必须“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９〕

以上可见，进入战国以后，顺应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和官僚制度的形成，为了确保君

主的最高支配者的地位，思想家们特别是法家，论证了加强对官僚系统的监督和控制的必

要性。以法纠察官吏的不法行为，保证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行，稳固君主权威地位的独尊，

从而为建立独立的监察机构和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战国时期，御史一职已经出现，他们随侍君主左右，负责记言记事、掌管法令图籍。如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赵约会于渑池，秦昭王让赵惠王鼓瑟，蔺相如则逼令秦王

击
!

以为秦声，均被秦赵御史载入史册。〔１０〕 又如《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威王置酒于后

宫，召淳于髡并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

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１１〕可见御史的纠察职责对于百官

的震慑作用。再如《商君书·境内》记述御史在作战时，与国正监一起登上特别设置的高

台而“参望之”，“其先入者举为最启，其后入者举为最殿”。〔１２〕 这表明，御史还负责监督

将士作战是否奋勇，并以之作为奖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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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丘明撰，蒋冀骋标点：《左传·桓公二年》，岳麓书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５页。
（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卷十七《审分览第五·知度》，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０８页。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十四《外储说右下》，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３２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一《立政·三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９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十五《明法·区言》，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１６－９１７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十《君臣上·短语》，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５９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二十一《明法解·管子解》，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０７页。
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五《慎法》，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７页。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五《南面》，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８页。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４４２页。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１９９页。
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十九《境内》，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２１页。



战国时，御史监察的对象不限于中央官员，魏、韩、秦等国都相继在郡县地方机构设置

御史，以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察。《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一位县令设计陷害御史的

史实：“卜皮为县令。其御史?秽，而有爱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爱之，以知御史阴

情。”〔１３〕上述史实反映了御史对县令享有监察职权。

另据《战国策》记载：“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输人为之谓安令曰：公孙綦为人

请御史于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难败其法。’因遽置之。”〔１４〕说明魏国不仅御史监郡

已成为一种较为固定的制度，而且在编制上设有御史副职。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

种·传食律》中，有关于御史部属出差伙食标准的规定，〔１５〕表明御史监察郡县已初步制

度化。

战国时期各国相继制定和颁布了成文法。在法制涌动的背景下，监察法也已出现。

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中记录了监察活动的启动程序，如“发书，移书曹，曹莫受，以告

府，府令曹画之。其画最多者，当居曹奏令、丞，令、丞以为不直，志千里使有籍书之，以为

恶吏”。〔１６〕 但总的说来，战国时期的监察立法还处于发韧阶段。

二

有汉一代，论证监察思想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班固、仲长统、王符等，可谓多矣。他们

监察思想的要点是：官吏是治国之要，察吏是治国之本。公孙弘说：“陛下有先圣之位而

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名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

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

化，此治之所以异也。”〔１７〕他认为“吏正”可使民诚笃，“吏邪”则使民刻薄，用奸吏“行弊

政”，“治薄民”，国家危矣。王符说：“是故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

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

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君诚能授法而时贷之，布令而必行

之，则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从己令矣。己令无违，则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

而国不治者，未尝有也。”〔１８〕

王符不仅论证了官吏对于国家施政的重要性，更强调以法治吏的价值。他认为以法

治吏可以使“君尊”，可以使“民不违（令）”，可以使国家大治。

路温舒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抨击“败法乱正”的“治狱之吏”上。他说：“今治狱吏则不

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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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九《内储说上》，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７页。
（汉）刘向编集，贺伟、侯仰军点校：《战国策》卷二十八《韩三·安邑之御史死》，齐鲁书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２４页。
《秦律十八种·传食律》１７９—１８０简载：“御史卒人使者，食諾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
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仆，少半斗。”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

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０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５页。
（汉）班固撰：《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６１７页。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五《衰制》，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３９－２４３页。



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

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

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

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１９〕路温舒抨击“败法乱政”

的“治狱之吏”，不仅揭露了司法实践中的黑暗面，更重要的是从中论证加强司法监察的

重要性。

思想家们关于吏治与治吏重要性的阐发，对于推动汉朝监察制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

作用，形成了多元化的监察体制，既有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的御史府监察系

统，又有丞相司直负责的行政监察系统，还有以司隶校尉为首的京师和近畿的监察系统。

各个系统之间互不统属，各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精心设计的监察机制，使之既分体运

行，又互相制衡，以维护专制主义的国家统治。但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各个监察系统之

间的矛盾。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奉行儒家学说的董仲舒宣扬“尊君抑臣”的理论，他说：“君为阳，

臣为阴。”〔２０〕“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

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２１〕

董仲舒的“尊君抑臣”论与汉武帝推行的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相合。自汉

初建立王侯国制以后，地方势力扩大，并且与豪强勾结，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爆发了

“七国之乱”。景帝虽然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地方割据势力仍然成为中央集权的严重威

胁。所以，汉武帝即位以后，大力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力图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他接受

了董仲舒的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划天下为十三部监察区，设刺史为监察官，

并且制定了《六条问事》，作为刺史监察州长官与地方豪强势力不法行为的法律依据。

《六条问事》以两千石的州长官与地方豪强势力为监察对象。据《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记

载：凡二千石高官“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不奉诏书……聚敛为奸”，“不恤疑狱，风厉杀

人”，“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２２〕均在打击范围之内。《六条问事》反映了董仲

舒监察思想的影响，显示了监察思想与监察体制和监察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突出地彰

显了监察思想的历史作用。

三

唐朝由于比较彻底地实行均田制，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昌盛，进而又推动了上层建筑的

全面发展，史称“文物仪章，莫备于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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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班固撰：《汉书》卷五十一《路温舒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３６９－２３７１页。
（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卷十二《基义》，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３２页。
（汉）班固撰：《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５０２－２５０３页。
（汉）蔡质撰，（清）孙星衍校集：《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载（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
２０８－２０９页。
（元）柳

"

：《唐律疏议序》，载（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６３页。



从玄武门之变到天宝之乱，经历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开创了盛世。这一方面是和

唐初皇帝的虚怀纳谏，励精图治密切攸关，另一方面还在于皇帝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敢于犯

言直谏，纠弹不法的监察官，如王圭、魏征、陈子昂、张九龄、张柬之等。他们共同的监察思

想对于建设一台三院的监察体制和构建全国性的监察网络起到了直接的影响。

唐太宗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切身经历中，清醒地认识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

舟，亦能覆舟”，〔２４〕因而强调“国以民为本”。他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２５〕

在君臣关系上，太宗主张君臣合体，臣为君之“耳目股肱”。贞观五年（６３１年），他对
侍臣说：“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倘

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２６〕又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

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２７〕他希望臣下能够充分发挥耳目股

肱与明镜的作用，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

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２８〕因此，不定期地遣使巡察天下，监察州县官吏，以定奖

惩。在唐朝，御史不仅是察吏之官，也是“掌律令”之官，无论治吏与明法都与御史密切相

关。《通典》载：“唐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２９〕

元宗在《饬御史刺史县令诏》中强调：“御史执宪，纲纪是司”，如果御史面对“在外官

人，罕遵法式，孤弱被抑，冤不获申，有理之家，翻遭逼迫，侵刻之吏，务欲加诬”的现象，则

要“按其有犯弹奏”。〔３０〕 另外，睿宗在《访察官司请
#

制》中也指出：“御史宪司，绳劾斯

举。自今已后，王公朝士有嘱请者，所繇官密奏闻，若苟相容隐，御史访察弹纠。”〔３１〕御史

独立行使弹奏权，即使御史台长官也无权事先询问弹奏的内容。史载：“御史为风霜之

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３２〕正因为如此，对监察官的选任很是严

格。“不有其人，孰可将命？”〔３３〕

早在高祖时，便视御史为清要之官。《旧唐书》载：李素立“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

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

‘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３４〕

昭宗在一次任命御史大夫时，特颁诏说：“古置御史，绳愆纠察，为朕耳目，董正朝纲，

厥任非轻，必惟其人。尔御史大夫史实，风裁严毅，学识渊源。劲正之气，足以配昔人之

贤；明敏之才，足以周当世之务。今朕丕承鸿绪，值造多艰……特简命尔，尔宜益励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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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６页。
（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页。
（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６页。
（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二《求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４６页。
（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６页。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御史台·御史使》，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７０页。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二九《元宗皇帝·饬御史刺史县令诏》，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２７页上栏。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一八《睿宗皇帝·访察官司请

#

制》，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１８页下栏。
（宋）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五十三《职官七·御史台》，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５２页。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三二《元宗皇帝·遣使巡按天下诏》，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５７页下栏。
（后晋）刘籧等撰：《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上《良吏上·李素立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７８６页。



毋荒朕命。”〔３５〕按唐朝一般选官，皆由吏部注拟，五品以上皇帝敕授，六品以下奏授。但侍

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虽为六至八品官，却因“绳愆纠察……董正朝纲”，〔３６〕地位特

殊，故多为敕授。

除皇帝对监察官多有倚重外，大臣们包括监察官也从言与行的结合上，抒发了他们的

监察思想，如太宗时，“虭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太宗欲斩之，乾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

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画一之理。

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臣忝宪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轨竟免。乾寻迁侍御

史。……擢拜御史大夫。”〔３７〕

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担任侍御史时，虽仅为六品官但敢于弹劾权贵宠臣。“司农

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制度壮丽。上阳宫临洛水，为长廊亘一里。宫成，上徙

御之。侍御史狄仁杰劾奏弘机导上为奢泰，弘机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

畏之。仁杰奏其奸，请付法司，上特原之。仁杰曰：‘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

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本立竟得罪。

由是朝廷肃然。”〔３８〕

同时期的陈子昂、李峤针对遣使巡案的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子昂说：“九道

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谓计有未尽也。且陛下发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忧

勤之也，群臣知考绩而任之也，奸暴不逞知将除之也，则莫如择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滞、刚

不避强御、智足以照奸者，然后以为使，故□轩未动，而天下翘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
之人皆已指笑，欲望进贤下不肖，岂可得邪？宰相奉诏书，有遣使之名，无任使之实。”〔３９〕

李峤提出遣使出巡，应该按工作量多少调配人力，规定期限，以充分发挥官员的才干

和制度的优越性，他说：“伏见垂拱时，诸道巡察使科条四十有四，至别敕令又三十。而使

以三月出，尽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计，要在品核才行而褒贬之。今

期会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详究所能，不亦艰哉。此非隳于职，才有限，力不逮耳。……请

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期岁为之限，容其身到属县，过闾里，督察奸讹，采风俗，然后可课其成

功。”“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为二十道，择堪使者。”〔４０〕

元和四年（８０９年）节度使王承宗叛变，朝廷发兵征讨，以宦官承璀为行营兵马使和招
讨处置使统一指挥各路兵马。曾任监察御史的白居易冒死上奏：“国家征伐，当责成将

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今神策军既

不置行营节度使，即承璀乃制将也；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则承璀乃都统也。臣恐四方闻

之，必窥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４１〕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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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九《昭宗皇帝·赐御史大夫史实制》，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４６页上栏。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九《昭宗皇帝·赐御史大夫史实制》，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４６页上栏。
（后晋）刘籧等撰：《旧唐书》卷八十七《李昭德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８５３－２８５４页。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正月已酉，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６３８８－
６３８９页。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百七《陈子昂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０７０页。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李峤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３６８页。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四年十月癸未，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
７６６７页。



唐朝的监察制度，经过众多思想家的引导，并在总结汉以来监察制度的经验基础上，

建立了比较成熟和定型的一台三院的监察体制。台为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以御

史大夫（从三品）一人为台长，率领群僚行使监察权。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台

院，设侍御史四人，秩从六品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设殿中侍御史六人，“掌

殿庭供奉之仪式。凡冬至、元正大朝会，则具服升殿。若皇帝郊祀、巡省，则具服从，于旌

门往来检察，视其文物之有亏阙则纠之”。〔４２〕 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人，秩正八品上，掌“分

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４３〕

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年）改全
国为十五道，监察御史亦增至十五人。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威仪显赫，视州县官如“僮

仆”。为此，玄宗开元十三年（７２５年）三月曾下诏严斥：御史“如州县祗迎，相望道路，牧
宰祗候，僮仆不若，作此威福，其正人何如闻？自今已后，宜申明格敕，不得更尔，违者州县

科罪，御史贬降。”〔４４〕

一台三院的体制影响甚久，直至明初始为都察院所取代。

唐朝的监察法以《监察六法》为代表。玄宗开元年间为约束按察使的监察职权而定

六法，内容是：“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

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

器晦?，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４５〕

《监察六法》在性质上属于地方监察法规，是唐朝“道察”体制的产物。首先，“察官人

善恶”，使监察的覆盖面扩展到所有的官僚；其次，将户口、赋役、农桑、库存等经济指标列

为监察的内容，显示对经济监察的重视；再次，鉴于司法是否公平，不仅涉及贫弱百姓的切

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因此，察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皇帝派出巡

按地方的监察御史多奉命察大案、要案、冤案，充分说明了司法监察已成为监察的重点。

贞观二十年（６４６年），以六法巡查四方的结果，以贤能升官者二十人，以罪处死者七
人，处流刑及罢官者达数百人。说明六法的实施，对盛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监察六法外，皇帝对御史每次巡行的监察重点都作出明确的指示。这对规范和指

导特定的监察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将稳定性的《监察六法》与因事而发的临时性的皇

帝制诏相结合，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监察法网，对于维持地方的吏治以及推动各种地方政务

的实施，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

宋承唐制，在监察体制上沿袭唐旧，但宋朝立国与施政的基本点是加强中央集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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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三《御史台》，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８１页。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三《御史台》，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８１页。
（宋）王钦若等编撰，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八《帝王部·诫励第三》，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
１７６０页。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２４０页。



对监察思想和监察法都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背景下，宋朝君臣都非常重视发挥监察官在维护国家纲纪方面的

重要作用。北宋名臣包拯指出：“且国家置御史府者，盖防臣僚不法，时政失宜，朝廷用之

为纪纲，人君委之如耳目。”〔４６〕与包拯同时代的蔡襄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监察官负有维

护朝廷纲纪，纠正偏失之责：“台官谏臣，纠正朝纲，箴补失阙。”〔４７〕北宋末年的欧阳修更强

调：“盖御史台为朝廷之纪纲，台纲正则朝廷理，朝廷理则天下理矣。”〔４８〕南宋时期，国家形

势的窘迫，政治的腐败，使得统治者更加感到整饬国家纲纪的重要。高宗赵构于绍兴二十

五年（１１５５年）十二月一日诏中，特别强调振兴纲纪是监察官的职责：“台谏风宪之地，振
举纪纲，纠逖奸邪，密赞治道。”〔４９〕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不仅阐述了纲纪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还充分论证了如何建立纲纪，以及台谏督察的作用，他说：“夫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

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刚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则有一家

之纲纪，一国则有一国之纲纪，若乃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

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下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则天下之纲纪也。而纲纪不能

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

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５０〕又说：“何谓纲纪？

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何谓风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皆

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为要正纲纪，美风俗，“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

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是以贤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

必赏，有罪者必刑，而万事之统无所缺也。纲纪既振，则天下之人，自将各自矜奋，更相劝

勉，以去恶而从善。盖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５１〕

除此之外，宋初，为避免五代动乱的重演，严密防范臣下结党，使各级官僚之间互相监

督，互相制约，以利于中央集权的全面强化。此方略在宋太宗即位诏中概括为“事为之

防，曲为之制”，〔５２〕可视为宋统治者历代相承的家法。为了防止臣下结党，仁宗曾嘱咐辅

臣说：“所下诏，宜增朋党之戒。”〔５３〕因此，利用监察官加强对宰相的监督，成为宋朝监察思

想中的一个要点。

由于皇帝支持监察官对宰执大臣的监督，因此在宋朝不乏宰执大臣因台谏弹劾而去

职之事。如仁宗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年），监察官韩琦连章弹奏宰相王随、陈尧佐和参知政事
韩亿、石中立，四人均被罢免。〔５４〕

以上可见，在制衡相权的监察思想和政策导向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权臣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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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明）黄淮、杨士奇等编著：《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听言》，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４年版，第２６８０页下栏。
（明）黄淮、杨士奇等编著：《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二《治道·任材以宜》，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４年版，第４４５页上栏。
（明）黄淮、杨士奇等编著：《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十三《经国》，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１６１页上栏。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五七，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４２６页上栏。
（宋）朱熹撰：《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封事·庚子应诏封事》，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６８页上栏。
（宋）朱熹撰：《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封事·已酉拟上封事》，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８４页下栏—第１８５
页上栏。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太祖开宝九年十月乙卯，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８２页。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仁宗天圣七年三月癸未，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５０４页。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一，仁宗宝元元年三月戊戌，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８６４页。



现，减轻了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但也增加了宰相与监察官的矛盾。

宋朝的监察体制，中央仍为一台三院制，但提高侍御史的地位，不再是御史台的属官，

台院实际上名存职废，使得唐朝以来御史台三院的组织结构出现了合并的趋势，为元明清

三院合一的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宋朝的地方监察体制则有较大的变化。宋初因袭唐朝设道的旧制，太宗淳化四年

（９９３年）分天下为十道，〔５５〕至道三年（９９７年）改为十五路。〔５６〕 仁宗天圣中分为十八路。
神宗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增至二十三路。宣和四年（１１２２年）再析为二十六路。〔５７〕 路是
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各路先后设置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中央派出机构，分

别负责某一方面的政务，并具有监察地方官的职责，统称为“监司”。各司互不统领，各自

为政，直接对朝廷负责。这种上下相维、环环相扣的地方分权监察体制，是宋朝统治者吸

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教训，强化中央集权基本国策的有力措施。

宋朝的监察立法以地方立法为主，以皇帝颁发的诏、敕、令为主要的法律形式，散见于

《庆元条法事类》所载《名例敕》《职制令》《职制敕》《厩库敕》《杂敕》《诫饬台官言事御笔

手诏》《考课令》《监司互察法》中，对于地方监察官的职权范围，以及违法处置办法等，规

定得十分具体。如：

诸监司每岁分上下半年巡按州县，具平反冤讼、搜访利害、及荐举循吏、按劾奸赃

以闻。

……

诸监司巡历所至，应受酒食之类辄受折送钱者，许互察。

……

诸州县禁囚，监司每季亲虑。若有冤抑，先疏放讫，具事因以闻。

（以下略）〔５８〕

为防止监司利用出巡之机勒索地方、骚扰百姓，对监司所带随从仆役、巡察州县逗留

的时间和生活待遇等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监司出巡前，不得“移文”州、县，以防止地方

官吏“必预为备”的弊病。监司巡按所至，必须“各具所隶事目，不以巨细，临时摘取点检，

不得预行刷牒。州县既莫知所备，则必事为之戒，当使庶务毕举，罔有阙遗矣。”〔５９〕

宋朝的地方监察立法，虽然多以诏、敕、令等法律形式出现，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一部

完整的地方性单一监察法规，但其内容较之汉唐远为充实，立法技术也有所进步。详定监

司与按察官的职掌与违法处置办法；赋予监司巡历所至“点检”属下公文运行情况有无差

失之权；重视司法监察；维护重农国策；严申监司的法定执掌；推行互察法等等，都构成了

宋朝地方监察法的明显特点。总之，宋朝地方监察法在中国监察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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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脱脱撰：《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制一·三司使》，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３８０７页。
（宋）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五《舆地考一·唐氏周九服唐五服异同说见封建考》，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
第８５３５页。
（元）脱脱撰：《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一》，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０９４－２０９５页。
（宋）谢深甫等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七《职制门四·监司巡历·职制令》，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五之一三，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３９７页下栏。



位和价值。

五

明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著名王朝，也是专制制度向着极端化发展的王朝。这是

明朝治国理政的一条主线，无论监察思想，还是监察制度与监察法都围绕这条主线不断地

改革演变。统治者以“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６０〕来要求监察官。太祖曾说：“朕设察

院，职英俊，禄忠良，以为耳目之寄。”〔６１〕又说：“任得其人，自无壅弊之患。”〔６２〕仁宗也指

出：“御史，朝廷耳目，非老成识治体者不任。”〔６３〕宣宗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谕都察院：“朝廷
设风宪，所以重耳目之寄……”〔６４〕英宗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年）谕吏部：“御史，朝廷耳目之
官……”〔６５〕

在强调监察官作为皇帝“耳目之寄”的同时，还赋予监察官以“严纪纲之任”的历史使

命。太祖曾勉励御史们说：“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

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糜因循以纵奸，

毋假公济私以害物。”〔６６〕

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太祖召御史台臣并谕之曰：“风宪之任，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纠
正庶事，肃清纪纲，以正朝廷。”〔６７〕此后历代皇帝在敕谕中，反复阐述监察官肃正纲纪的职

责。如宣宗宣德三年（１４２８年）敕谕都察院：“都察院为朝廷耳目，国家纪纲，得人则庶政
清平，群僚警肃，否则百职怠弛，小人横恣。”〔６８〕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敕谕都察院：“朝廷设
风宪，所以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６９〕正统七年（１４４２年）十一月敕谕三司：“朝廷以纪
纲为首，御史职纪纲之任，不可不慎择也。”〔７０〕可见，“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是明朝最

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监察思想。

有明一代，出现了一批刚正不阿、纠弹不法的监察官，如被称为“真御史”的左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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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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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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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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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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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龙文彬撰：《明会要》卷三十三《职官五·都察院》，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５６０页。
（明）朱元璋撰，胡士萼点校：《明太祖集》卷七《敕·谕御史》，黄山书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３页。
（明）徐学聚编辑：《国朝典汇》卷五十四《吏部·御史》，洪武四年正月条，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９４８页上栏。
（明）谭希思编辑：《明大政纂要》卷十七《仁宗昭皇帝》，叶二十，仁宗洪熙元年五月，国家图书馆藏湖南思贤书局

清光绪本。

（明）徐学聚编辑：《国朝典汇》卷五十三《吏部·御史》，宣德十年正月条，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９３５页。
（明）徐学聚编辑：《国朝典汇》卷五十四《吏部·御史》，正统十二年六月条，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９５３页
下栏。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７７１－１７７２页。
（明）徐学聚编辑：《国朝典汇》卷七十七《吏部·按察司》，洪武三年三月条，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１２２页
下栏。

（明）谭希思撰：《明大政纂要》卷十八《宣宗章皇帝》，叶四十八，宣宗宣德三年七月，国家图书馆藏湖南思贤书局

清光绪本。

（明）徐学聚编辑：《国朝典汇》卷五十三《吏部·御史》，宣德十年正月条，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９３５页。
亦可参见（清）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八《都察院·都御史》，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第１０１９页。
（明）徐学聚编辑：《国朝典汇》卷五十四《吏部·御史》，正统七年十一月条，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９５３页
下栏。



他在巡视京城时发现吏部官员私刻印章，卖官鬻爵，遂“捕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余，

假官一百余人，辇下震悚”。〔７１〕 一次宦官执太子手书索要田亩，光斗“不启封还之”，曰：

“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７２〕后弹劾魏忠贤“三十二斩罪”，被下狱处死，时人称之

为“真御史”。还需提到的是“刚峰先生”海瑞，他不仅敢于上书批评皇帝，所谓“海瑞骂皇

帝”，而且还在应天府任上制定了“督抚条约”（共三十六款两万余言），集中表达了他的监

察思想，其要点是：禁迎送；禁崇饮食；禁非礼之费；禁请托；禁给过客送礼；禁假公济私；禁

官吏敷衍塞责；禁滥取民财民物；禁官吏奸利侵吞；禁贿书吏等等。〔７３〕 海瑞一生持刚正之

气，不苟且，不阿随，因自号“刚锋”，故天下称其为“刚锋先生”。

明朝的监察制度为贯彻加强专制主义而发生了重大改革，创立了影响中国五百余年

的新的监察体制。

明初，监察体制沿循宋元旧制，中央置御史台，与中书省（行政）、都督府（军事）地位

并重，鼎足而立。据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记载：“吴置御史台，以汤和为左御史大夫，

邓愈为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基仍兼太史院使。于是中书省掌政事，都督府

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官，三大府乃立。”

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年），设置六科给事中，负责看详诸司奏本及日录旨意等事，以加强对
六部的监察。

早在唐朝，御史台由台院、殿院、察院三院组成。至元朝，废台院，改殿院为殿中司，只

设察院，察院是元朝行使监察权的主要机构。洪武九年（１３７６年），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
淘汰殿中侍御史，其纠仪的职能统统归至察院，监察御史“朝会纠仪，祭祀监礼”。〔７４〕 此

时，御史台的三院制已出现合一的迹象。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设都察院以代御史台，将
台察合并为一个机关。由御史台的三院制发展至都察院的一院制，使监察权力一体化，是

明朝监察体制的重大改革，反映了皇权的进一步加强。

通过改革将前代御史大夫、中丞改为都御史，以监察御史分掌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

中侍御史，一切纠劾巡按，照刷问拟之任，责之监察御史。

明朝地方监察体制中的御史巡按制度是汉唐以来御史出巡的重大发展。早在洪武二

年（１３６９年），明太祖便派出“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
师”。〔７５〕 另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十年秋七月，始遣御史巡按州县。”〔７６〕至明成祖

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二月乙卯，“遣御史分巡天下，为定制”。〔７７〕 巡按御史的职权范围主要
是考察官吏，奏劾官邪，翦除豪蠹，肃振纲纪；巡视仓库，查算钱粮；考察隐逸，举荐人才等。

正像明朝的监察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样，明朝的监察法也由简单、单行法规趋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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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左光斗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６３２９页。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左光斗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６３２９页。
陈义钟编校：《海瑞集》上编《督抚条约》，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４２－２５４页。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都察院》，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７６９页。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四三，洪武二年七月癸丑，上海书店１９８２年版，第
８５４页。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２页。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成祖本纪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７９页。



统化，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监察法都非常细致严密，而且有了类似总则与分则的划分，表现

了立法技术的进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宗时期的《宪纲条例》。早在洪武四年（１３７１
年）正月，“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上览之亲加删定，诏刊行颁给”。〔７８〕 这是明朝最早

的监察立法，内容涉及御史的选用与职权的规定。太祖曾说：“风宪作朕耳目，任得其人，

自无壅弊之患。”〔７９〕

此后，惠帝、成祖、仁宗、宣宗历朝对《宪纲》均有所增补。至英宗正统年间，已编制成

颇具规模的监察法规《宪纲条例》。为了规范六科给事中的职掌范围，制定《六科通掌》，

类似于总则，制定《六科分掌》类似于分则。据《明会典》记载，六科通掌三十五条，另有吏

科二十条、户科二十五条、礼科十六条、兵科三十五条、刑科十三条、工科十八条。

明朝的地方监察重点放在御史巡按上。由于巡按御史是代天子巡狩，具有小事立断、

大事奏裁的权力，所以点差御史出巡，由皇帝亲自掌握，御史回道奏报，也直接面向皇帝，

都察院长官不得过问。为了控制巡按御史的职权，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制定了监察御
史的《出巡事宜》，规定了科差赋役、户口、词讼、农田、道路、军需、学校，以及驿站、度量衡

等诸多方面的职掌，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明朝的监察法是在总结宋元监察法的基础上完成的，规模宏大，系统井然，法条细密，

奖惩分明。可以说，没有明朝的监察法，就不会有清朝监察法典《钦定台规》的出现。

综括上述，五朝的监察思想、监察制度与法律，各有发展的脉络与时代特点。历史雄

辩地证明，监察思想与制度、法律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在通常情况下，思想、制度与法律是

相向而行，互补互用的。没有思想为指导的制度与法律是僵死的，没有制度与法律为载体

的思想是空虚的。只有三者结合才能演绎出一幕幕鲜活的监察历史，这就是历史的经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ｒ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ｆｏｒｅｒｕｎｎｅｒ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ａｗｓ．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ｗｅｒ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ｎｄｈａｄｄｅｅｐ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ａｗ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ａｗ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ｖ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Ｗａｒ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ｒｅ
ｖｅａｌｓ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ｕ
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ｗｓ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
ｍｏｄｅｒｎ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责任编辑：田　夫）

·９３·

中国古代监察思想、制度与法律论纲

〔７８〕

〔７９〕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六，洪武四年正月已亥，上海书店１９８２年版，第
１１７６页。
（明）徐学聚编辑：《国朝典汇》卷五十四《吏部·御史》，洪武四年正月条，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９４８页
上栏。


